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

李 友 梅

中国过去４０年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可以说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经由４０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迅速跃身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５８．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 回顾近４０年间复杂曲
折但迅猛的历史发展，一个重要迷思是中国何以能在经济体制快速转型发展的
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有序运行并呈现安稳和谐。进一步看，当市场逻辑
在较短时间内蔓延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领域时，何以保证社会团结不被瓦
解？在全球化大潮迅猛冲击国内既定的制度规则时，何以进行自我调试？当城
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一个愈加陌生而复杂的生活世界时，中国社会如何予
以适应？当现代化不断引发多元价值观念时，心态秩序如何重建？这些迷思涉
及在急剧变迁中，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再组织以及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再协调等问
题。当我们将视野放诸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中，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几乎
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
逻辑来回应这一问题。

一、社会治理转型与改革开放

笔者认为，我们只有充分认识 “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独特性，才能理解中
国是怎样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改革开放仅仅在４０年的时间内推进或实现了中
国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交往模式、社会价值规范系统等方面的巨
大转变，其动力来源中既有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不同进程的
相互碰撞，也有基于自身文化传统而生成的独特现代性诉求。根据现有文献及其
观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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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
（１７ＺＤＡ１１２）与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６ＷＺＸ０１３）阶段性成果。
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上》，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８／０３２２／ｃ１００１－２９８８３５６８．
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７日。



的转轨急剧而迅猛，① 随着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出台，市场机制与效率逻辑迅速成

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性逻辑。二是改革开放的全球化嵌入性意味着中国与区域社

会、全球社会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复杂机制关系，外

生性牵引应接不暇。三是中国国情复杂，不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

各领域之间的发展不协调，而且从东部到西部、从中心到边陲的各区域之间的发展

也不平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大量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聚集到社会领域，使得社

会治理转型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在４０年中经历了较为稳健的转型，日渐形成与开放、流动的

经济社会生活样态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从宏观视角看，这一改革实践为构建

新时代的社会整合机制和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支持。在中观层面，它

克服了诸多全球性治理瓶颈。比如，在推动社会力量快速壮大的同时，有效控制了

无序参与的治理风险和自主性悖论，② 从而实现政社有序互动；在构建多元治理新

格局时，探索并生发出兼顾秩序与活力的新机制；③ 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整体化发

展的同时，有效激发了地方治理创新的活力，④ 使地方治理的灵活性与国家治理的

总体安排紧密结合。⑤ 可以说，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治理实践，中国在４０
年的转型改革中取得的成效史无前例。正因为如此，如何解读这些成效中所蕴含的

经验机制与思想智慧已成为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多数研究工作主要聚焦于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具体实践，例

如社会组织成长的政策条件或制度约束、政府社会治理的路径、基层自治与共治的实

现方式等，还缺乏一种整体性视野和新的理论思维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的总体机制进行概括和分析。不仅如此，这些研究工作对其借助的诸如 “国家与社

会”理论范式的反思还处于碎片状态，尚未脱离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想象；⑥ 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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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间，中国推动并践行了从经济特区开放、私营与外资企业参与市场竞
争，到建立劳动力市场、出台 《公司法》、《劳动法》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紧随其后，
在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间，国有企业向社会释放出四千多万下岗工人，而从２００１年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到２０１６年间，进城农民工增加到２．８２亿。参见李培林：《改革开放近４０
年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问题和对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李友梅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参见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何艳玲、李妮：《为创新而竞争：一种新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武汉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参见李友梅：《我国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肖瑛：《从 “国家与社会”到 “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
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９期；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



内政治社会学领域讨论较多的治理理论，在提供较强价值导向性目标的同时，由于
缺乏强有力的机制分析框架①而难以清晰勾勒社会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深层挑战与实

践路径；发轫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相应研究视角由于预设了市场机制的改革取向，

在分析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时常面临着 “形同质异”的反思与批评。② 概言之，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独特而复杂的进程，由于缺乏高水平的
重大基础性研究和原创性分析概念，因此要对本国社会转型实践进行贴切的经验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话语，实为不易。

由于中国的社会治理转型一度缺乏整体性的制度设计，没有像经济转型那样有
相对明确的目标、路径和体制，并往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被动前行甚至徘徊
不前。比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思维逻辑向社会福利领域
渗透过快，导致基层民众对生活保障失去稳定预期；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的 “个人
依赖单位、单位依赖国家”的格局不断被消解，但这一过程并没有使个人在公共物
品需求上脱离对国家的依赖。基层社区建设因此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重点工作，各
级政府也从各方面、运用多手段探寻社会治理转型的可能，比如通过技术治理、“项
目制”等方式将大量涉及民生的急、难、细问题化解在基层。但从总体上看，在社
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同步、社会治理转型与社会转型也不同步的情况下，基层政府
不仅要回应基层社区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具体问题，而且也要面对如何
处理 “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之间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
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
共安全体系等方面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进行了总体部署。党的十九大在判断社会主
要矛盾转变的基础上提出要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并将 “社会治
理”写入党章。由此，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它体现了通过对群众路线的不断回归，从底层突围，平衡秩序与活力的独特
智慧。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缺少适应自身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但
其实践并没有效仿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将社会治
理转型推向纵深的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倒逼机制，其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 “冲
击—反应模式”和深埋于中国文化基因的 “内在发展冲动”紧密联系，由具体问题
和实践压力逆向地推动社会治理体制的持续改革与不断完善；二是预期引领机制，

其与中国政治体制所倡导的群众路线、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各种基层民主制度等相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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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①　参见王绍光：《治理研究：正本清源》，《开放时代》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黄晓春、周黎安：《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１１期。



合，在了解人民群众困难、需求和期待的基础之上引导社会心态和形成改革共识；

三是转危为机机制，其沿袭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具有的背水一战、大破大立、狭
路逢生的辩证意识，使我们主动从各种困难处境中找寻到突破的可能性，进而将原
有的劣势转化成为进取性和开创性力量。在这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治
理转型不仅具有了冲破旧有体制束缚的方向引导，而且得到了可供迂回和调整的弹
性空间。在我们看来，上述三种机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的引导
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治理转型直面独特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转型是在史无前例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经济社会
的快速转型以及基层社区的压力持续加重，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创新不断提出迫切
诉求；另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路线与追求稳定发展环境的改革观又
对治理模式转型的平稳性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由于这些诉求与要求间的张
力，治理转型常常面临 “求变”与 “求稳”的交错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快速融入经
济全球化进程，治理转型不断遭遇多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因而面临的重要挑战充满着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时不我待，社会治理中所出现的
诸多难题也要及时化解。于是，党建引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结构性前提。

有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① 而这个渐进
式改革回应了众多挑战。具体来看，社会治理转型面对的挑战，首先是如何在渐进式
改革与制度创新、风险管控、利益均衡等多维政策信号磨合的情境中寻求突破，尤其
当这些信号以各自方式我行我素时，如何寻求政策均衡点并推动可持续政策实践成为
社会治理转型的一大难题。② 其次，在中国辽阔疆域上以同样的方式推行整体性急剧
转型，对各地基层治理能力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从沿海地区农民工问题的
出现到内陆地区国企下岗问题的发生，从东部特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到西部农村地区
脱贫解困，不同区域都需要推进改革开放，但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着不一样的
重要挑战，要同时为各地区提供一种使不同地区都适应的解决方案有极大难度。再
次，多线进程并行与控制权分置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深化改革必然会面临阻力。现
实中，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涉及本土情境下多元治理结构的建构、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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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参见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参见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７年第１０
期；张康之：《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宋
煜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基础、障碍与对策》，《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李培
林：《社会治理与社会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府角色与职能的重大转变、① 基层民主治理模式构建这三条主线的复杂进程。② 或
者说，如何在一个 “条块分割”的多层级政府体系内，使各条线部门形成可以推动

社会治理转型的合力，也将是改革决策者需要回应的重要课题。不仅如此，中国社
会治理转型还存在公共性发育与社会赋权方面的难题。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传统的

集体主义工作、生活逻辑也逐步消解，对于国家如何在新的基础上推动人民群众对

社会治理的参与亦需要不断深入思考。

从某种角度看，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棘手问题也会以一种倒逼方式，要求党和国

家及时提供问题解决方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
“单位制”加快解体，“单位人”快速转变为 “社会人”，大量社会问题与公共管理事

务涌向街道—居委会。集中而来的社会需要不仅推动了民政部于１９８７年提出 “社区

服务”并引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各地区开始探索社区治理模式，还推动了城市社会保
障体系的改革进程。③ 然而，由于当时市场化逻辑过快地渗透到医疗、教育、养老

等基本社会福利领域，带来了社会层面的负面反馈。由此，２００４年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要建立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随后，国家进行

了政策调整，④ 果断扭转社会福利制度的市场化问题，为凝聚人心和形成新的社会
认同创造了条件。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社

会主体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向社会倾斜的趋势日益明显。党的
十八大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

制。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 “社会治理”，反映了党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认

识的深化，是社会建设理念、体制和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解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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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佳：《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南京社会
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参见姚远、任羽中：《“激活”与 “吸纳”的互动———走向协商民主的中国社会治理模
式》，《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２期；赵秀玲： 《“微自治”与中国基层民主治理》，
《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２００７年，国家分别在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出台文件开始扭转社会福利制度的市场化
问题：（１）《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把解
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工作纳入政府公共职能； （２）国家发改委提出：义务教育阶段
以政府投入为主，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表明国家更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３）国务院发布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在全国进行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工作。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

治理的最新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从粗放型、扩张型到集约型、

质量型的发展阶段，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的问题，比如社会心态的波

动与社会戾气的积累，因此社会心态的秩序建设正成为社会治理转型所亟需关注

的领域。

总结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经验，我们认识到党和国家在

回应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推动社会治理转型不断深化时，常使用以下三种行之有

效的做法。

第一，从国家层面推动 “一轴多元”① 的精细化治理结构的生成和完善。中国

社会治理转型中，决策领导者从最初就创设了以党的组织为核心、发挥政府主导

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的 “一轴多元”治理结构。其中，党的领导是

不可动摇的主轴，政府是负责推行各项治理举措的最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是多元治理结构的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实际上是把党

的领导与多主体合作治理理念有机结合于一体。这种 “一轴多元”治理结构始终

坚持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位置，因此明确了党组织在各种改革权衡和重大风险

控制中的领导位置，也体现了其承担凝聚社会共识、引导不同主体力量和利益群

体间关系与发展方向的角色功能。而这些都有助于多元治理的有序运行和资源整

合，“高位推动”治理转型。② 另一方面，“一轴多元”治理结构也明确为社会多方

力量参与治理留下了制度性空间，使中国有可能在现有情境下激发社会力量推动治

理创新。

第二，通过基层具体试点和实践经验自下而上地推动整体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民政部提出 “社区服务”并开始在城乡社区布局公共服务

网络以来，国家日益重视基层实践在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全国不同地区开始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引下探索符合本地社会转型态势

的社区建设路径，各地围绕基层社会组织特征、公共服务供给路径以及改革成本的

控制等问题，逐步形成了诸如 “上海模式”、“江汉模式”、“沈阳模式”等不同区域

的社区治理模式。③ ２１世纪以来，各地区进一步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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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轴多元”是一种治理结构，其创新探索发展与改革深化同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提出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
八大提出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 “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李友梅： 《我国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分析》，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２期。



平，使城乡社区建设逐步成为贴近居民需求、就近供给公共产品的最重要治理层级。

随着大量管理资源的 “下沉”，城乡社区凝聚居民、开展社会动员以及提供有效管理
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为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至基层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

各地开始进一步探索将政府 “条块协同”的末梢、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区位、因地
制宜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权都下放至基层社区，基层社区治理能力得到了明显提
升。不仅如此，一些改革前沿地区还尝试将基层政府部分考核权、公共设施规划的
征求意见权下放至城市社区，从而实现以社区建设为切入点、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
型的改革目标。①

第三，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带动社会治理转型。在改革最
初的２０多年中，各级政府将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经济发展领域，并形成了 “层层加
码”、② “锦标赛竞赛体制”、③ “技术治理”④ 等治理机制。这种由政府运行社会治
理的特有机制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秩序方
面的深层问题。比如，一方面，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重增量改革而轻存量改
革；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而出现活力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
全会明确把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上改革日程，这一改革包含 “推进政事分开”、“深
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等重要内涵。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加快
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
步指出，要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并提出要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由此形成了一种 “自外而内”、预期引领的
改革实践。

总的来看，即便中国社会治理转型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但在过去的经验实践中，

党和国家能够通过党建引领，从国家层面及时推进整体政策的发展，指导布局基层
社区各种试点探索，以及以相关领域的改革助推和带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式来
有效地应对挑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实践背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其组织系统，始
终关注着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可能提出的实际诉求，并对以往的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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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黄晓春：《当前城市基层政府改革的深层挑战———基于机制分析的视角》，《江苏行政学
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
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１日），中
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第６６３页。



教训不断总结与反思，在进行自我革新的同时，以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工作
方式促进中央与地方共举、国家与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合力，持续推动社会治理转
型的深化。

三、中国式的推进机制与制度优势

如前所述，在过去４０年不断面对各种社会治理挑战的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实
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举措，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社会治理格局和治理
方式。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实践中
逐渐积累形成了三种具有法宝意义的治理机制，因为它们的有机作用，使得国家可
以不断冲破旧体制下形成的利益固化与挑战障碍。简单说来，这三种机制即倒逼机
制、预期引领机制和转危为机机制。这三种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与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当代中国政体的性质紧密相关。

“倒逼”概念最初是指在强政府干预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
益，要求商业银行不断增加贷款，从而向上迫使中央银行被动增加货币供应的一种
货币发行机制，其扩展性的内涵则是指一种由具体问题和实践压力逆向推动经济社
会体制与各种制度进行转变的动力机制。 “倒逼”通常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逆向
性，即现有问题、困难、失误或者挫折，或比较中的差距等激发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二是强迫性，即现实的困境与不能回避的问题迫使决策者探寻解决困境的方式；三
是反复性，即旧有问题的解决往往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产生新一轮的倒逼。虽然
倒逼机制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
各个领域，但西方国家的 “倒逼”更多的是指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某种自然选择和被
动应对机制，并不构成政党国家用以推动整体经济社会改革持续深入的重要举措。

而中国式的倒逼机制，一直是中国推动改革持续深化的重要手段，其完善是伴随着
决策者主动进行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规划而实现的。

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１９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
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
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① 费正清在其 “冲击—反应”模式中指出，是西方政治、

经济、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方面对传统中国所造成的冲击迫使中国走上了探寻现代
化的道路。②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诞生与发展亦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与国内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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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１卷，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页。
费正清认为，中国相对稳定的传统秩序延续到１９世纪，此时它遇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
而且更为强大的文明———西方文明。西方的强大冲击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和
政治，给中国注入了引起现代化并导致永久性变化的力量。面对这一冲击，中国作出
的回应是在逐渐引起 “永久性变化”的要素的同时，放弃传统的 “周期性变化”模式，



困等窘境的倒逼下，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时做出的历史选择。此后在关系国家存亡
和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智慧地使用 “倒逼机制”应对和解决了各种危机。

因为中国政体的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并将 “倒逼”中
的外部压力转化为自身动力，使其成为党和国家在今天仍在使用的方法与策略，用
以打破改革阻力、实现改革成效。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全球形势动荡不安、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

党和国家在无法效仿和照搬其他国家经验、亦难以事先设计出脉络清晰和措施
完满的方案情况下，以形势倒逼与问题倒逼作为契机，推动举国上下同心协力
地改革旧有制度、转变发展模式，最终披荆斩棘地蹚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

而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不断遭遇的各种难题又不断倒逼社会治理转型。从单位
制解体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和近年来全球
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党和国家越来越面临 “问题倒逼”、“教训倒
逼”和 “困难倒逼”的严峻考验时，始终坚持通过不断探索、试错、总结与反
思，始终坚持以科学研判为依据，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比如，在传统
的政府行政科层制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应对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时，中
国共产党自觉转换思路，不断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新格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以自我革新来推动社会治理转型
发展。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倒逼机制，它推进了 “单位制”改革、城
乡社区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模式的不断创新。在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进程
中，党和国家以 “自我加压”的倒逼方式，不断推动着决策的领导者与广大人
民群众共同探寻出路。

　　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观点被称为 “冲击—反应”模式。 （参见费正清： 《美国与中

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与 《新

民主主义论》中亦指出，是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与１９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导致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反应，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

中国式倒逼机制的顺利运行离不开预期引领机制的支撑。党和政府是在了解人
民群众困难、需求和期待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社会心态的整体性引导，在难以迅速
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情况下，通过 “自我加压”的方式来确定改革方向和凝聚改革
共识。１９５４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
“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２０１７年党的十
九大报告则指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人民革命获取胜利并建设了新国家的政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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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① “两个一百年目标”更是将
人民群众的期待和需要内化成中国深化改革的目标，而且还能汇聚推动社会治理转
型的强劲动力。无论是改革开放肇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不断推进的户籍
制度改革，不管是 《公司法》、《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制度的建立，还是
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党和国家始终是在把握群
众诉求的基础上，引领社会各方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可以说，预期引领机制的实
现依赖于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育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政治协商的渠道不断扩展，从原有的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和党派团体三个协
商渠道，进一步扩展为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
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标志着党和政府在听取人
民群众诉求、凝聚共识方面不断拓展其领域和形式。总之，在预期引领机制下，党
和国家与人民群众在关于社会治理转型的大政方针上构成了相互支持的关系，推动
了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进行。

倒逼机制虽能够以困境激发出国家求新求变的需要，预期引领机制虽可以为改
革的持续进行提供举国上下万众一心的力量，但是，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方向可能并
不稳定。② 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治理转型的实际发生还需要第三种机制发挥 “催化
剂”作用，即转危为机机制。转危为机机制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能力相关，并沿袭
了党长期以来具有的背水一战、大破大立、狭路逢生的辩证意识，往往能够在重大
的时代挑战面前创造性地将劣势、困局与不确定性转化为推动治理转型的良机。从
经验上看，改革开放肇始时的 “三信”危机；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西方封锁和制裁
下的坚持扩大开放，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市场压力迫使国企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叠加以及对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深度参与所引发的种种经
济和社会问题，迫使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不断变革和完善；近年
来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党中央适时提出深化文化领域改革，文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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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贾文娟：《从热情劳动到弄虚作假： “大跃进”前后日常生产中的国家控制与基层实
践———以对广州市ＴＹ厂的考察为例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开放时代》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问题倒逼有可能使人们在困难面前放弃甚至溃败。比如，苏联与东欧诸社会主义国家
是在２０世纪末全球政治经济动荡之中，在问题倒逼下，放弃了社会主义体制。预期引
领机制亦有可能带来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比如，如果一系列重大许诺一直未能得到
履行，反而会带来人民群众对政权的失望。
所谓 “三信”危机指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乍走出国门的人们面对中外发展的差距所
产生的观念上的冲击，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
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人们抛弃了理想主义，转向世俗化。当时很多人为这种现象担
心，但这恰好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参见萧冬连： 《三次危机与中国改革起源 （２）》，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ｈｉｓ／ｚｌ／２０１３－１１－１２／１８４１７３８５１＿２．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



战略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等，都反映了这种转危为机机制的深刻内涵。在社
会治理领域，从２０１１年前后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动荡，国内则群体性事件频发，党中
央适时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上提出 “创新社会管理”，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
步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前文述及的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全
面展开并取得积极成效，也正是受到了这种转危为机的机制促动。值得注意的是，

转危为机机制的运作需要执政党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理性和能力，对所面临
的挑战可能引发的复杂效应具有很强的即时判断、风险预警和反应能力。另一方面，

该机制亦要求执政党持续地通过基层党建来总结经验和吸收教训，并不断通过各种
基层试点与实验来探索求新。已有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和自我革新
的能力都在不断提升，并能够更好地驾驭社会变革的风险，坚持从实际问题、具体
情境和未来发展出发，通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直面挑战，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持续深化。

总的来看，在社会治理转型的不断深化中，倒逼、预期引领和转危为机这三
种机制相互配合、彼此支持，它们在分析上可做区分，但在实践中往往环环相扣、

密不可分。具体来说，通过倒逼机制，党和国家使诸多看似负面的外部压力变得
能够为己所用，成为开启改革的动力；运用倒逼机制的同时，党和国家通过预期
引领进行自我加压，形成坚定的改革推力，促使自上而下的宏观目标与自下而上
的基层期待相结合，进而持续推动深化改革；在倒逼机制与预期引领机制的共同
作用下，党和国家有可能面对极为艰难的局面，因此需要逆转不利局面、实现新
的突破，进而转危为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在革命性
锻造中更加坚强”，并强调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
格”。这意味着，执政党 “不断革命”的内在动力是上述三种机制得以发挥重要作
用的根本保证；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亦是党和政府不断提升
自身能力的过程。也正因如此，中国才得以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经
济发展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中，依然能够保持发展与稳定的积极态势。

四、社会治理转型实践的理论超越

回顾经典理论，马克思在面对英国工业革命引发的阶级冲突、社会极化与底层
赤贫时，提出以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当下问题；① 涂尔干在面对道德堕落、自杀增
加、社会失序的难题时，主张通过发展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来重建社会团结。②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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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１—３００、３７６—

４３５页。
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埃米尔·
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



以看出，他们的共同思考都指向了通过何种方式来应对社会变迁给生活世界带来的
新问题。而从波兰尼对社会自我保护的阐述、①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洞察，② 以及
曼对社会权力来源的分析中，③ 我们又可以发现，不同国家皆通过社会治理模式转
型来应对其自身问题。西方的实践经验催生了一系列理论分析范式，其中有三种常
被用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转型实践，分别是国家—社会关系
理论、理性化与现代化理论，以及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理论。这些理论是否足以用来
深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

第一，“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被很多学者用来思考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逻辑，

其基本特点 ：一是将国家和社会预设为两个分立的结构性实体，并以两者之间的互动
来理解不同的社会实践。比如，贝尔甚至指出，美国是没有 “国家”的，只有个体的
自我利益和追求自由的热情。宪法、法院等 “治理结构”只是为社会提供了制度基
础。④ 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根据国家与社会两者可能构成的竞争
关系、合作关系与冲突关系，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继而发展出分析社会冲突与整合
的三种框架：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社会运动框架。⑤ 三是强调塑造不受权力干扰、

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⑥ 进而通过公民社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⑦ 这显
示出既定政治体制的价值取向。

但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难以被该范式完全涵盖。比如，在劳资冲突等社会矛盾
的处理中，以及在社区治理问题的解决中，我们能够发现政党、政府、社会、民众、

企业等多个行动主体的共同参与。它们在不断的沟通与讨论中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
方法。⑧ 而且在不同事件中，这些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呈现出了权变性特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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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卡尔·波兰尼：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４卷 《全球化 （１９４５—２０１１）》（上），郭忠华
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ｖｏｌ．９５，ｎｏ．１，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８９，ｐｐ．３８－５６．
参见张静：《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Ｆｒｏ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７８；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南京：译林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参见肖瑛：《从 “国家与社会”到 “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ｖｏｌ．３，ｎｏ．１，１９９０，ｐｐ．
９５－１１７．
此外，我国社会治理转型的一个常见推进方式是将自下而上的试点实验与自上而下的
政策推进结合起来，进而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得以上下协力、共同解决。



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前提是１９４９年以来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彼此支持的
关系。进一步看，党和国家在面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诉求时，往往将自上而下的政策
方针与自下而上的试点实验结合起来，在制度与生活的互动中，① 推动了问题的
解决。

第二，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并未完全按照现代化理论预设的路径前行。现代
化理论源于１９世纪诸如梅因、涂尔干、马克思、滕尼斯和韦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

他们创立了诸如身份／契约、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社区／法理社区、魅力型／官
僚—理性型权威等一系列概念以描述人类社会从农耕到工业生产转变所产生的社会
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② 该理论倾向于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从传统到现代、

从落后到先进的进化过程。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是后发国家要经
历的途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化模式也将成为后发国家效仿的对
象。③ 罗丽莎虽通过 “另类的现代性”概念对现代性的内涵进行了反思，但也未跳
出上述理论预设。④

然而，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不仅证伪了现代化的历史趋同论，而且证伪了
将 “现代化”作为国家根本目标的理论假设。党的十八大指出 “全党一定要牢记人
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
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
的亦是回应人民的需求。党的十九大重申：“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显然，中国共产党认
识到现代化是一种手段，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推进社会治理转型的根
本目的。

第三，从中国与全球关系的角度而言，传统观点在考察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时经
常有两个倾向：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比如，有学者在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进行
研判时认为，中国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后，国家与跨国资本达成了利益同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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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友梅等：《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
会变迁 （１９２１—２０１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
从这个意义上看，福山与亨廷顿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
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参见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黄新译，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这会使中国采取压制型的社会治理手段。① 二是中国本土主义倾向。比如，认为中

国当前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中华帝国时期是类似的，二者都是传统中国社会内生的特

殊性现象。这两种理论认知倾向本质上都误解或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在现实中相互影

响的关系。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社会治理转型有时是受到中国与世界复杂互动过程的影响，

中国诸多重大决策的变化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突变相联系。比如，社会主义阵营

动荡以及 “亚洲四小龙”迅速腾飞，构成了１９７８年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促成因

素；在面对中国入世后出现的负面社会认同与新的社会矛盾后，党和国家提出了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可以说，当代以来，当中国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被卷入

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时，都能看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如何推进社

会治理的改革发展。今天，在全球信息、技术、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动性日益加速

的情境下，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本身的转型问题就会出现一种内外因

素错综复杂的特征。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实践，不仅对西方相关社会理论

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社会治理的新经验。我们在 “国家与社会”的

研究范式之外，已经尝试提出了 “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借助这个框架，我们对

中国社会治理转型４０年实践进行了分析，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实践的核心领导

及其与中国政体连续性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形成了与西方经典理论进行比较和对

话的可能。在我们看来，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经验逻辑的有效总结将可以成为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对人类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贡献。

五、治理转型未来变化的研判与新议题

随着全球化的新一轮复杂转变、新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流动社会的出现

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已经或将很快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必然

要直面诸多更加难以研判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深度转

型将会使得社会有效整合变得异常困难；全球化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将进一步加

速传统观念与意义系统、社交方式、集体行动的组织机制等方面的变迁，这一切都

会对现有治理模式及其支持体系提出深刻挑战。在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这个重要历史节

点，本文试图对未来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改革方向做出一些展望，并据此提出一些

新的理论建构方向。

近些年来，社会领域面临着一些新形势：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与定型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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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玛丽·Ｅ．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民众诉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呈

现多变状态；社会的快速流动、利益格局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调整导致社会多主

体之间关系的高度复杂化，并带来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当

前经济发展的放缓意味着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手段面临着极大的制约。此外，现代

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科技、大数据、现代金融等技术的快速升级换代式发展，不断冲

击和改变社会的认知、认同及管理的组织方式；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群

体、组织、空间等有形的边界日益模糊，组织和整合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主导权

力来源和机制将持续发生改变。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领域都会带来深刻变革，并将同时引发治理方面的挑战，比如：治理结构的僵

化性，即传统科层制治理的刻板思路，很可能难以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而形成的

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治理方法的滞后性，即长久以来建立在人类行为因果关系基础

上的法律规制体系，很可能难以适用于以算法、数据为主体的应用环境；治理范围

的狭隘性，即对于受人工智能发展冲击而引发的新的社会议题，需要构建新的治理

体系和发展新的治理工具。① 从现实角度看，这些挑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治理模式已经开始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社会治理在新时代的转型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现实状况，从另一个侧面看，

这为我们从高要求高标准创建基于本土的治理模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话语提供

了契机。换言之，应对新时代治理挑战的创新实践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治理方式和

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方案。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已然对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等主体

间的关系方式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经验基础之上形成的 “国家—社会”关系的认知框

架。那么，随着执政党自我革新境界的不断升华，在未来的治理转型过程中，中国

各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格局的优化仍将是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由此可以预期的

是，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将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的发展相适应。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治理对象不断复杂化，社会治理的难度

亦随之提升，执政党如何通过不断的自我革新以面对未来的多重挑战，将是社会学、

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今后要面对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在政府自身改革的基础上，激发社会内在活力，使其与

其他治理主体形成有效的对接和合作，也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焦点。服务型

政府的建设要求各级政府在履行职能时强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职能，

确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协调

发展。这就需要清晰定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政府部门的职能，使多层级政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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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贾开、蒋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
选择》，《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超越以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推动基层政府的职能重心向公共服务供给转变，

同时深刻践行规范化和规则导向的运行模式。①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服务型政府
有效运行的保障机制与支持条件。从社会维度看，广大民众对于社会治理有效性的
诉求越来越多，但会更加弥散和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地域行政结构为基础的
治理体系不断被打破，社会治理越来越需要依托于社会组织的合理发展。鉴于中国
渐进式转型过程中社会力量生长的制度环境，未来学术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为社
会组织更好地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提供相应的条件。

站在今天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挑战

的时空位置上，回顾改革开放４０年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尽管我们对转型
的内涵有很多丰富和差异化的理解，但我们不会拒绝这样一个共识：４０年来中国
社会治理转型极具理论创新意义，其实践经验及其内涵的理性与逻辑都远远超出
了基于西方经验的传统社会理论的基本想象和认知框架。我们深刻认识到，以中
国社会转型与改革开放为分析背景，讨论社会治理转型如何直面独特挑战，中国
式推进方式与制度优势以及未来创新的战略选择，总结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与中国
社会再整合的经验逻辑，对于推进中国构建其自身社会治理转型理论话语非常必
要，也很有价值。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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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朱光磊：《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论纲》，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吕同舟：《国内近年来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论域聚焦、逻辑转向与研究展
望》，《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